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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俗语是与官方语言处于对立位置的民间话语系统，拥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长机制。

来自官方语言的过度倾轧会打破语言系统的生态平衡，产生畸形效果。但丁在《论俗语》中

言及意大利语与拉丁语的对位关系，提出了俗语在官方语言笼罩下生长演变的案例之一，由

此出发进行分析，可以对俗语发展进程产生合理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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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1265-1321）生活的基督教时期，教会和国家的官方语言为拉丁语，本民族（本

土）语言为意大利语，即俗语。在政治环境中，持有不同的话语权与话语形式的各阶层之间

彼此对立、却又共同生长；在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存在着天主教势力区以拉丁文写成的教会

文学，同时也存在着用各民族俗语写成的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传奇、市民文学等代表世

俗生活的俗语文学，例如古英语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在中世

纪的中后期，受各地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南部行吟诗人浪漫传统的影响，许多古

老的英雄史诗如《罗兰之歌》，及抒情诗和骑士文学作品如《特列斯丹和绮瑟》等，都是用

当时各地传统的方言俗语写成的。俗语的发展，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在政治与文化这两重环境

中蹒跚而行，因此，俗语演化的最终形态，既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要求下必然取得的成果，

又是杰出作家在破旧立新主观意志下的积极建构。

就意大利语的发展历史而言，意大利本土通俗拉丁语早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就在意大利不

同的地方使用了。“第一个被发现证明意大利语形成的史料是‘维罗那谜语’，那是公元 800

年用威内托方言（通俗拉丁语）写成的。这些文字中原拉丁文的一些动词的尾音已经消失了；

第二个史料是 9世纪发现的科莫第拉墙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使用了定冠词 tlle，这个词就是

意大利语定冠词的前身。”1随着时间的推移，通俗拉丁语的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下层向上

层的反向渗透，知识界逐渐承认并开始使用它。十三世纪用方言写作的作家和诗人在意大利

逐渐增加，作为文学语言的意大利语自此获得显著发展。

在官方语言的霸权笼罩下推崇俗语，是以小传统对抗大传统的一种努力，也是民族意识

与民族文化的自觉。，意大利语政治与文化环境下中生长演化，是俗语发展整体趋势的代表



之一。

一、政治环境：罗马帝国的内在张力

拉丁语本来是古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姆地区（古罗马的发源地）和罗马帝国的语言，属

印欧语系。公元前六世纪，拉丁人开始用源自希腊字母的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随后，

罗马人成立的罗马城邦四处征战，控制了东起幼发拉底何和黑海，西至不列颠岛，北接多瑙

河以北的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和莱茵河流域，南达北非、尼罗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军

事的地界也是文化、语言的边界……语言的成功，似乎首先要靠能打仗，靠肌肉发达”2，

于是拉丁语随着罗马军队征服欧亚大陆而扩及到欧洲的其它部分，以及西亚、南亚地区。公

元前二世纪，希腊语法传入罗马，罗马人将亚历山大里亚语法体系的原则用于拉丁语，拉丁

语便逐步规范起来，以标准形式出现。公元前 27 年，罗马帝国建立时，拉丁语被定为国语。

到中世纪，拉丁语便成为古罗马的官方语言，是帝国境内的行政、司法和军队的唯一用语，

同时它也是各地上层人士的共通语，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媒介和上流社会学术文化的话语

表现方式。

拉丁语在欧洲中世纪重要地位的确立，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形成紧密相关。基督

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语的影响力更为广泛，从欧洲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拉丁语都

是罗马天主教的公用语，宗教学术上的论文也大多由拉丁语写成。现在虽然只有梵蒂冈尚在

使用拉丁语，但是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等尚使用拉丁语。“显

然，采用某一民族语作为世界共通语，必然会赋予该民族以超等的特权”3。其他部族的人

要想出人头地，迈入社会的中上层，成为官员教师、商人等，必须学习拉丁语。因为拉丁语

是法律和军队的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语言，也是权力的语言。

但实际情况在于，由于帝国疆域过大，拉丁语并未享有绝对霸权，希腊语在罗马帝国也

享有很高的地位。“在讲希腊语的帝国东部，主要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行政管理就使用希

腊语，罗马送往希腊的法令、公文和书信也都是先翻译成希腊语”4虽然是被征服者的语言，

希腊语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希望自己掌握两种语言——拉丁语和希

腊语……演说家昆体良认为儿童在学拉丁语之前应先学希腊语，希腊语在外交活动中广泛使

用，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公元前 131 年的小亚细亚总督会讲 5种希腊方言，到了西塞罗时期，

希腊人在元老院演讲有时可以不用翻译了。”5因此在帝国的实际统治中，宏观层面上形成了

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共处的语言分布格局。“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

们的语言，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



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

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6当帝国衰败，武力不能维系庞大的帝国时，罗马帝国就首先按照语

言文化的界线一分为二了。

朱利安·班达在《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一书中认为：“如果欧洲的居民们想联合起来，

那么他们就应该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将优先于他们的民族语言，如同在各自的民族中，

民族语言高于方言；而且，他们要给予这种共同的语言一种道德优先性。”7朱利安·班达这

段换虽然探讨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后的欧洲统一问题，但以此反观罗马帝国时代，语

言的不统一为帝国解体埋下了先天性的裂痕：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的东西部各自盛

行，同时，各民族地方语言保持着隐性生长，并以民族文学的形式获得了内在生命力，之后

西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亦开始衰落，拉丁语的统治地位受到各民族国家俗语冲击的命运

在所难免。

拉丁语的流行得益于辉煌强大的罗马帝国，幸运在于被基督宗教所利用，先是利用来

传教然后再用来隔离平民，又被近代科学青睐过，所以才能延续至今，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

拉丁语的流行在古典时期罗马帝国衰落灭亡后便呈现式微之势。

二、文化环境：但丁的不懈努力

意大利俗语文学的成长从诗歌开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意大利俗语诗歌深受法国南部

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意大利的第一个诗派“西西里诗派”与普罗旺斯诗歌传统的关系极

为密切。“西西里诗派”的成员多活跃在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1194-1250）在西

西里的首府巴勒莫的宫廷，他们用西西里语，而不是拉丁语来写作。弗雷德里克二世死后，

西西里诗派迅速衰落，意大利诗歌的中心从南方移至意大利北部的波洛涅亚和中部的托斯卡

纳。在波洛涅亚和托斯卡纳，意大利俗语诗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种崭新的诗体走进文学

的圣殿，但丁把这种新诗体称为“温柔新体”，其本人也是“温柔新体”诗。《论俗语》是但

丁十四世纪初的作品，十六世纪才被发现。但丁在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

利语的必要性，对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了重大作用。

但丁的创作饱含着他对意大利民族政治命运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有两个最突出的表

现：在内容上表现为他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教会政治的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他对意大利

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的肯定；但丁思想的划时代意义恰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他的政教分

离的思想奠定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模式的基础，他在创作中对“俗语”的应用使

他成了意大利民族语言之父。但丁诗歌所引起的最早的评论关注主要集中在但丁诗歌的语言



方面，在早期作品中，但丁就尝试为俗语（意大利民族语言）辩护，认为俗语可以做诗歌的

媒介。

《筵席》（1304—1307）第一卷是但丁为俗语辩护的第一次尝试。《筵席》的体裁是先

写一首俗语的诗，然后用俗语的散文来解释。他在第一卷中申明他使用的理由有三：俗语能

达到他的目的；俗语有使用价值；他热爱祖国的语言。《筵席》和《论俗语》两书，前者希

望以道德和知识消除各城邦之间与城邦内部各派之间的倾轧、攻伐；后者则批驳只重拉丁语、

轻视意大利语的倾向。这不仅表明但丁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偏见，以理性意识思考民族现实与

未来的胸襟，而且显示出他对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视，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意义深远。正是在

对基督教文化中古形态的批判中，在对人文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忧患中，但丁为个人的前途、

国家民族的出路，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提出了总体构想。但丁的探索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路：

一是他在《帝制论》中提出的“外王之路”，即通过改革建立“政教分离”的政治模式，但

当时政治的昏暗，皇帝与教皇的普遍腐化使但丁意识到“外王之路”缺乏现实的依据，1313

年，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病逝，使但了完全中断了对“外王之路”进行探索的希望；此后，

他就把全副精力投放在另一道路——“内圣之路”的探索中，即《神曲》的创作。

但丁基于其民族主义思想，发自内心地热爱俗语，亲切地称之为“我的祖国语言”。为

了使地方性的俗语成为“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但丁一方面对俗语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

面又在实践上用俗语进行创作。《神曲》就是这种创作的结晶，他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

中明确说明创作《神曲》的目的就是企盼意大利人得救，即“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

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8。通过但丁的努力，他所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

成了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9。

《论俗语》既是但丁对自己创作实践的辩护，也是对民族语言发展的又一次推动。他分

析各地方近代语言的优点和缺点，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但丁

在书中写道：“最辉煌的作家无不用俗语来歌咏这些主题：例如伯尔特兰·杜·波纳之歌咏

武功，阿诺特·但尼尔之歌咏爱情。”10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当时欧洲俗语写作的盛况。

由此可见，欧洲俗语论出现之前，用拉丁语写成的正统的宗教文学和用俗语创作的世俗文学

已经大体上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展，文学话语工具长期存在着文言与俗语共生的局面。当

时个体的诗人甚至同时运用文言与俗语进行写作，如但丁与他的后继者彼特拉克和薄迦丘，

“诗大部分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论文则是用论文则是用拉丁文写的”11，三人是同时使

用两种工具进行写作的典范。



三、来自意大利的积极辐射

意大利的标准文学俗语基本上是在没有国家或教会直接支持的情况下确立的12，也就是

说，它是意大利文化精英们自觉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意大利“民族

危机”的回应。

欧洲各国文人在捍卫本国语言和建立本国标准文学俗语的过程中，常常向意大利人寻求

思想资源，例如，法国文人约阿希姆·杜贝莱（1522-1560）的《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

就以意大利文人斯佩罗内·斯佩罗尼的《关于语言和修辞的对话》为榜样13，通过为近代的

法文诗歌写作辩护，给俗语写作的法语文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他在但丁

“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论的影响下提出要改变法语贫乏、粗陋的状况，向古代希腊、罗马

借鉴，改换旧词熔铸新意，结合法语中约定俗成的方言、土语，创造新词以丰富法语。1635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希留（1585-1642）效仿佛罗伦萨人，成立“法

兰西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和净化法语，编纂法语词典，树立文学创作的准则14。

在但丁以后，俗语成了一股不可更改的潮流，逐步取代拉丁语写作，成为文学话语的主

流。随着民间俗语文学的兴起，宗教界也相继有一些人放弃拉丁语转而用俗语来表达他们伺

奉上帝的心灵历程。例如西班牙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和圣胡安，他们写有大量用西班牙俗语写

成的抒情诗。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俗语的发展。德国的马丁·

路德，为了宣扬新教伦理，让宗教教义变得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用俗语写成了《基督

徒的自由》、《基督徒的小问答》等小册子。

可以说，但丁的俗语论与意大利语的发展演化影响了整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

展，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语言问题”的论争对于认识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史和文

化史助益良多。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它本身代表着政治的权利和

文化的观念，两者的相互支撑构成了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本土语言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在政治与文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逐渐生长、成熟。意大利语的演化过程，

是欧洲各国俗语发展的代表案例，也是民族独立大潮下的典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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